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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九八零年代以來，學者們發現資本主義各國菁英企業與集團呈現組織同形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現象，此現象乃成為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者的普

遍關注。本文嘗試提出一個能整合經濟、社會與政治面向的架構，並以台灣企業組織的結

構與管理模式作為個案分析的起點，冀望能建構出可以進一步檢測的理論命題。本文更具

體的認為一國科技創新模式的規模、整合程度以及一國的政治體制究竟是中央集權或地方

分權有互相對應的關係。本文認為台灣菁英企業與集團，為何發展出相對小規模、缺乏整

合的多角化、家父長威權主義、組織內部的人脈派系、品牌經營無法突破等困境，主因乃

台灣的菁英企業在科技創新尚屬於高度抄襲模仿的模式。而其所以如此乃因政府的體制高

度中央集權，且由採行「強幹弱枝，分而治之」之故。 

關鍵字：組織同形、科技變遷過程、中央集權、地方分權、組織管理模式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building a structural theory for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and patter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 build a 

classification of mode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technical 

change. I will hypothesize that each model of innovation corresponds to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 level of local autonomy and the degree of divide-and-rule. For Taiwan, I argue that 

various features of the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that have prevailed among elite Taiwa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a reflection of its imitation-based innovation pattern. As for 

the latter, the extreme lack of local autonomy and the practice of divide-and-rule by the central 

authority has been the major reason. 

Keyword: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technological change processes, 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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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980年代以來，不少研究東亞經濟組織的學者發現，東亞各國(如日本、南韓、台

灣 )的菁英企業與集團在各國中擁有許多共同的特色，學者們稱之為組織同形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但若比較不同國家間的菁英企業與集團，則其間有明顯的差

異。這對當時以效率及理性為標準的經濟學、管理學來說乃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很快

的，這樣的比較也擴及到資本主義陣營的核心-英美等國。這些文獻發現，比如說，美國

菁英企業多屬大規模企業，善於基礎性的研發，由專業經理人全權主導。用人講究高度開

放性的專業主義，人事上的任用與升遷由各級幹部自行負責，但不提供就業保障。優秀的

人才經常跳槽，資訊則高度開放而流通。另外，美國的專業社群數目眾多，自主性與研發

創新能力都很高，專業成員認同的主要對象是專業社群而不是其所任職的組織(Aoki, 

1988)。 

相對的，日本菁英企業多數也擁有極大的規模，善於應用性與商品研發，也是由專

業經理人全權主導。不過，日式菁英企業講究封閉性的通才主義，對員工提供很好的福利、

退休金與就業保障(終身雇用制)，晉升時僅考慮內部人才(內部勞動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然而，日本企業內部的人事事務則是由權力很大的人事部門以整體集中的方式規

劃與管理。日本的專業人才認同的主要對象不是外部專業社群，而是其所工作的企業或官

僚組織。企業間的資訊比較封閉，各種專業社群的地位依附於國家官僚體系，相對的，其

研發創新能力也不若美國那麼高(Aoki, 1988)。 

另外，以台灣的菁英企業來說，其規模相對美、日菁英企業顯然小了許多。雖然善

於高度漸進性的創新與模仿，但在國際行銷通路(品牌行銷)與系統性產品創新方面的能力

顯著較弱，整個企業集團呈現非系統性的多角化。管理上採家父長式威權主義，用人講究

同宗族、同學、同事等封閉性關係為基礎的五同主義(tungism)。就算有外來人才被聘為專

業經理人也不若美日菁英企業那般受到重用，缺乏獨立自主的領導角色。組織內部也經常

出現派系運作的現象，研發也比較不受重視(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 Whitley, 1992: 

35-36;  高承恕，1988:4-6)。 

根據組織生態理論(organizational ecology)，在組織世界中，為應付其外在環境所帶來

的各種挑戰，企業管理者會主動詮釋這些挑戰，塑造出具有創意與特性的策略來回應。當

眾多的企業組織分別發揮其創意的結果，不同的組織應該是各具差異化的競爭優勢、經營

策略、組織形式與管理風格才對。然而，自 1980 年代末期以來，除前述日本、南韓、台

灣等國以外，F. Fukuyama、Peter Hall 與 Soskice等人也發現在英、法、西德、美、義大利

等國中的菁英企業也都有各國所獨有的組織同形現象。而且，所有這些國家的組織同形現

象也都呈現出長期穩定的狀況，並沒有出現趨同(convergence)或變異(variation)的趨勢

(Aoki, 1988; Kukuyama, 1995; Hall and Soskice, 2001)。 

不同的組織同形現象不但意味著不同類型的企業競爭優勢，對國家整體產業發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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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同國家競爭優勢的基礎。然而，為何不同國家的菁英企業會出現不同的組織同形現

象？形成組織同形的因素與原理為何？針對這些問題，目前社會科學各領域尚未提出一套

較完整的說法。本文的主要目的乃嘗試由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一個可以解釋各國組織同

形現象何以形成的理論架構，並以台灣的個案來印證。這樣的理論架構可以針對不同國家

的個案進行不斷的分析與比較，並驗證、修正其理論的有效性。然因篇幅有限，本文在下

文中先分析台灣的個案。下文將先大略整理、檢閱組織同形有關的理論文獻，並找出可行

的理論整合方向。其次，本文將根據前述文獻檢閱的結果建構一個基於科技變遷過程的政

治經濟理論，以解釋組織同形的形成原理。第三，本文將基於 Robert Yin (2002) 分析性驗

證(analytical verification)的方法，應用前述的理論架構來檢視台灣科技變遷與台式組織結

構與管理模式間的關聯。若有可能，將來再擴及其他國家個案的應用分析。最後本文也將

做些討論與建議。 

貳、文獻檢閱 

有關組織同形的現象，管理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都有論及。最簡單的說法乃：

組織同形是各國社會文化承傳的結果。本節將先檢閱前述三種文獻，並根據這些檢閱的結

論提出一個嘗試性的理論：體制(regime)理論。 

一、文化決定論 

文化途徑認為人是社會性的，市場乃文化、社會秩序的產物。而人對未來的策略性

思考往往是根植於社會角色、社會規則。因此，連簡單的消費行為，背後都受到許多主觀

性集體認知與詮釋的影響，更不用說像工作或組織建構等。針對東亞企業組織管理模式的

研究，一開始時最流行的就是文化途徑，例如 William Ouchi 的 Z理論將日本菁英企業組

織重視團隊服從、共識決、資深制等的做法，都視為日本組織中傳統「和或調和」價值的

文化產物。又如台灣菁英企業重視威權領導、部屬對主管個人的忠心、家族主義等共通特

性則被視為是儒家信仰的結果。這些文化論者基本上都排斥理性計算，並將組織當作是一

個文化系統(Ouchi, 1981; Biggart, 1991:206-208; Nakane, 1970)。 

文化論的文獻常可以有效倡導學界重視各國企業組織在實際運作上的特色以及其國

際差異，避免後進國家在學術上受到先進國家過度主導。此外，文化論的文獻也常能正確

指出各國特有的組織與管理特色、其背後所蘊含的價值，以及這些價值在管理方面所產生

的影響。然而，文化論卻過於簡單，只能夠粗略的解釋一些看似過去延續下來的組織結構

或管理特色。這些文化為何會持續，或有些文化為何會改變，以及文化價值在現代組織中

如何具體的發揮其作用等都是還尚待處理的問題。例如，根據歷史記載，在 1940 年代以

前，雖然許多日本大型企業試圖以年資制、終身雇用制與其他福利手段來誘導技術性勞工

長期待下來，其流動率卻一直高居不下，無法有效降低。可見，年資制度(nenkō)、內部勞

動市場，以及終身雇用制等這些眾所周知的日本菁英企業同形現象並不像文化論所說那般

是因日本組織追求傳統團體整合與協調價值(wa)而形成(Biggart & Hamilton, 1988: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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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甚者，不但許多中小型的日本企業多半還是家族企業，現代初期英、美等國的中小企

業、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菁英企業也都是以家族掌控為主的組織模式，由家族掌控企業的現

象並不是台灣文化的專利(Biggart, 1991:214)。可見，不同國家的文化並不像文化論學者主

張那般，對企業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會產生那麼絕對與一般性的影響(Biggart & Hamilton, 

1988: 73-74)。 

二、經濟決定論 

根據經濟學的基本看法，基於效率與競爭的緣故，相同的供需條件會導致企業組織

的同形。若企業組織不同形，一定是其所面對的供需條件不同之故(Nelson, 1982; 洪世璋、

陳忠賢，2000:73-74)。基於這樣的觀點，John K. Galbraith, Alfred D. Chandler 等經濟學者

都認為在前現代，不論東、西方，由於規模小、需求不穩定且社會上普遍資金缺乏的緣故，

絕大多數的企業都是中小型合夥或家族企業。他們也都透過契約接受綜合性商人(general 

merchants)的訂金與部分融資，為他們生產各類商品，然後由綜合性商人進行銷配。以美

國來說，具有大規模、垂直整合、專業管理等特性的美國現代初期企業乃在全國性鐵路網

的建構(交通運輸科技)促進了北美大陸大規模市場的形成後，為了追求單位成本的極小化

與供給的穩定性而形成的。透過企業組織內部的專業管理與協調來規劃、控制各種原為在

市場中執行的交易，大幅降低了環境的不確定性，使得大規模生產與單位成本的不斷降低

成為可能(Chandler, 1977; 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 61-64; Gailbraith, 1972; Coase, 

1937)。 

此外，在管理學中也有像 Woodward、Abernathy and Clark等學者認為，組織在科技

方面的特性才是決定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的關鍵因素。其中，Woodward 認為組織生產科

技的複雜性隨著小批量、大批量、連續性生產而增加。相對應的，組織的結構與管理模式

也會分別演變成有機性、機械性、多層有機性的組織(Woodward, 1965)。Abernathy and Clark

則認為組織在生產與行銷科技上的激進或漸進才是決定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的重要因素

(Abernathy and Clark, 1985)。特別是，根據組織演化論與主導性設計(dominant configuration)

的說法，在劇烈的競爭壓力下，某一產品或產業的科技發展最後會歸結出一個主導性的設

計，以及與此科技相對影的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在此情況下，主要的企業組織在結構與

管理上都會出現高度同形的現象(Nelson and Winters, 1982; Abernathy and Utterback, 

1978)。 

無疑的，組織科技的說法很精確的指出科技(包括行銷科技)上的創新與冒險乃是決定

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的關鍵性變數。另外，根據不同科技體制(technology regime, 洪世璋、

陳忠賢，2000:76-77)的分類也有可能引導學界對組織的結構與管理模式有更深入且系統的

了解。然而，上述說法僅適用於單產品或單產業，無法解釋跨多產品、多產業的集團同形

現象(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洪世璋、陳忠賢，2000:93)。如南韓與日本大財團中的大

型成員企業，不論從事何種產業，在組織結構與管理上都有許多同形之處(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此外，科技的論述也很難說明在不同國家但同一產業的企業，如日本的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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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與美國的汽車廠，他們在組織上還是有很大的差異，並沒有顯著的同形現象。這種跨

產業的組織同形與跨國的組織不同形通常都被歸諸於文化決定論或政治決定論(國家政治

與政策的影響)來解釋。 

再者，許多經濟社會學者認為，不論是日本或南韓的大規模企業、日本大企業所採

行的終身僱用制以及其下所屬的多層級代工網絡、台灣菁英企業相對小的規模以及其在國

際中的代工角色等，也都可以透過商品鏈(commodity chain)中經濟行為者所鑲嵌的科層或

網絡關係來觀察。根據經濟學家進一步的分析，為求增加組織彈性與調整能力，各商品鏈

內自然會發展出特定的集體規則、角色、集體共識與價值，一以提升成員彼此間的互信，

促進各種資源與資訊的交換；一則透過彼此搭配、互動與學習，提升彼此的經營彈性，不

但可以改善經營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強化企業組織對各種外界衝擊的回應能力，

降低成員彼此的風險(Featherstone, 1992; Norton, 1988)。因此，在商品鏈的競爭壓力下，鑲

嵌於同一商品鏈中的各個組織會透過學習或模仿而在組織經營策略、結構、管理風格等各

方面呈現出同形的現象。 

在商品鏈中最有名的例子之一要算現代工商社會中越來越普遍且重要的速食連鎖體

系(註 1)，其商品鏈組織在結構與管理上都具有高度的穩定性。這種情況在組織理論中乃

組織同形方面有名的例子(Boynton & Victor, 1991; Souza and colleagues, 2011)。不過，速食

連鎖的例子乃屬特例。照經濟學、資源依賴理論與生態理論的分析，產品的優勢、供應商

製造與融資能力、參與者的市場地位、行銷通路生態的變革、影響整體商品鏈的成本、科

技或管制等因素的變動等，都會使商品鏈的結構與成員彼此間的關係產生三不五時的調整。

易言之，若商品鏈是驅動組織同形的主要力量，則除非該商品的供需狀況極為穩定，否則

組織同形的情形也會相對應的產生三不五時的調整。然而，如前所述，各國菁英企業的組

織同形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並沒有因七、八零年代以來全球化的劇烈變化而產生太大的調

整。而且，商品鍊的說法基本上也僅適用於個別商品類的組織同形，對於跨不同商品類別

的組織同形也還是力有未逮(Fligstein ＆ Freeland, 1995:29-30; Whitley, 1999; Dore and 

colleagues, 1999)。因此，以商品鏈來解釋組織同形的說法也不盡然合理。 

最後，基於經濟效率原則，各國的組織同形應該會出現趨同的現象才對。但如前所

述，事實上並沒有出現明顯的趨同現象。這是經濟決定論的嚴重缺點之一。 

三、政治決定論 

研究東亞經濟發展的學者都認為南韓、台灣與日本都是政府深度干涉市場並指導經

濟發展的國家(Johnson, 1987; Amsden,1989)。因此，政府的政治體制(包括各種制度與政策)

不可避免而成為各國企業組織同形的重要背景。例如，日本、南韓與台灣都曾長期實施計

畫經濟，並以不同的強度將資源與特權灌注到民間企業，幫助其發展。但另一方面，台灣

透過政府(與威權政黨-民主鞏固之前)官僚體系透過龐大的國營(與黨營-民主鞏固之前)事

業體系，掌控了國家近乎所有的策略性特權與資源，因此也排擠了民間企業進一步往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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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整合方向發展的可能。比較來看，南韓與日本政府則主要是間接透過大規模融資借貸

與法規來發展並管理大型的民間菁英企業。政府與執政黨透過黨國營事業直接介入經濟的

力度相對較小(Numazaki, 1991:993-996)。與此兩種政府角色相對應的是，南韓、日本大企

業與政界的關係比較密切。台灣在解嚴前的政商關係則是比較疏遠、零散。雖說台灣的政

商關係在解嚴後有顯著增強的趨勢，但其幅度與密切程度還是不及南韓與日本 (Kang, 

1995:558-560; 高希均，1991/5)。 

要注意的是，政治對企業組織同形的影響並不限於上述東亞國家，連英、美這兩個

所謂的自由式市場經濟體(liberal market economy)，其企業在許多組織結構與管理上的重

要特色也是在國家的深刻影響下發展出來。例如，英國強大的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企業乃

是建立在英國政府在大英帝國時期的全球性威勢與其一貫高估英鎊的外匯政策之上(米可

斯維特、伍爾得里禮奇，2005:第二、三章; Lisle-Williams, 1986:261-267)。又如，長期以

來，在西北歐與東亞各國，企業與銀行間往往在財務與所有權上有密切而廣泛的連結，但

美國則沒有這樣的現象。原因是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期，在一連串社會運動(如民

粹運動與進步運動)壓力之下，美國聯邦國會通過一系列的反托拉斯法（包括 Sherman 

Act-1890, Clayton Act-1914, 與 Glass-Steagall Act-1933）。透過這些法律，聯邦政府不但禁

止競爭性企業彼此之間交叉持股，甚至也禁止銀行對一般企業持股。可見美國菁英企業與

銀行關係的相對疏離也是聯邦政治與政策影響的結果(Fligstein and Freeland, 1995:34)。 

如上所述，政治決定論正確的說明了各資本主義國家中政治對企業組織同形也是會

產生決定性的作用。然而，早期政治決定論的說法基本上有兩種特色。一是採取殘補式的

研究途徑，在解釋各國組織同形的差異時，針對文化與經濟決定論所無法處理的問題，再

加以兜攏收場(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 1997; Orrù, Biggart, and Hamilton, 1990; Whitley, 

1992)。一是由政、經、社會的角度各自發揮，彼此間既沒有什麼聯結，更談不上交集。

這樣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其實相當鬆散。所幸，後來的制度論學者提出了修正，也改進了前

述的缺點。例如，Fligstein and Freeland 就認為，國家的許多法規，特別是有關財產權方

面的規定、各種制度與組織（如金融監理與管制、反壟斷機制、勞資協商或談判機制等），

不但是一國市場運作的基礎，也是決定企業治理結構的一般性前提（Fligstein and Freeland, 

1995:31-32; Fligstein, 1996）。更進一步說，一國之中企業菁英的長期學習與策略行為乃是

鑲嵌在該國政治架構之中。如果說前述的文化面向指的是個體在互動中所含蘊的各種非正

式的模式或態度價值，則政治往往涉及到個體彼此互動時正式的模式或態度價值。當個體

的行為動機中有了這些主觀道德規範成份之後，它就成為影響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變遷的

重要基礎。 

雖然政治決定論的說法正確的指出政治，與文化類似，對企業組織與管理具有根本

且一般性的決定作用，但因政治領域含有各種不同且複雜的面向，因此，到目前為止，由

政治角度來解釋各國企業組織同形現象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零散、缺乏系統的方式呈現。

況且，在缺乏整合性具體架構的情況下，許多學者對政治的作用往往各憑所好，採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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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將擋，水來土掩」的直覺式推論，很容易出錯（註 2）。因此，根據前述三小節的討論，

本文認為文化、經濟與政治等面向的因素對各國菁英企業的組織同形都有重要的作用。其

次，由於理論零散、缺乏系統的關係，學者在解釋國家對企業組織同形的作用時，往往未

能針對政府與市場的範圍做清楚的分界。亦即，政府與市場二者的分野其實並不若傳統的

說法那麼絕對，而是相當模糊的。例如，在古典經濟學傳統的看法下，不論是十八、十九

世紀的英國政府或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政府，都是守更人政府(night 

watchmen state)，也是自最小政府/自由放任經濟的典範。然而，這樣的看法其實嚴重忽略

了當時大英帝國王室透過與王公大臣、貴族、資本家等所共通合資的特許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如東、西印度公司)在殖民地興辦各種公共基礎設施，以及大宗物資的種植、

蒐集、開採與貿易。當時的英國王室雖然沒有設置正式的海外殖民行政體系，但透過許多

特許公司，王室還是掌握了幅員龐大的海外殖民地(米可斯維特、伍爾得里禮奇，2005:第

二、三章)。這樣的看法當然也忽略了美國西部開拓快速擴張的過程中，在高度地方自主

下，美國各中大型都會區乃透過地方政府、民間企業與地方社群所共同成立的集體機制來

發展地方的公共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而這樣的集體治理聯盟與體制政治(regime politics)

乃又成為各地地方經濟與美國自由經濟的基礎(Stone, 1988)。 

因此，若要找出組織同形的根本形成機制，則有必要整合並釐清政治、經濟與文化

三面向的影響機制(Scott, 1991; Oberschall and Leifer, 1986; Kang, 1995; Fligstein and 

Freeland, 1995）。不過，較為嚴重的是，此一由政治切入的文獻到目前為止並未能明確建

立可具體論證或否證的因果關係。當然也很難進一步在往更有效、更整合的理論去發展。

因此，有關組織同形的理論其理論變項應該要比前述的文化、經濟、政治面向更具體一些，

且必須能針對各國菁英企業組織在組織同形上的主要特色提出明確且可以檢測的因果論

述。 

四、體制理論 

在此一小節中，本文將結合科技變革(technological transition)與政治學中有關體制的

研究建構一個可以用來發展、解釋不同國家菁英企業組織同形的理論-體制理論。所謂體

制(regime)是一個由組織所組成的網絡，它可以是商品鏈、產品或技術創新社群、群聚地

理區域、政權。更精確的說體制是一個由治理菁英透過正式、非正式人脈關係，跨越各種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所建立起來的主導性治理聯盟。在下文中，為了針對一國菁英企業的組

織同形進行分析，本文將著重在分析國家層次的體制。 

本文認為伴隨在一國國家體制發展的過程中，其整體的科技創新、政治、經濟與社

會等面相都會出現彼此間互補對應的主導性模式或特性。當一國的菁英企業在科技創新、

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面向上都受到類似主導性總體環境的制約時，他們就會發展出組織同

形的現象，同時也帶動不同的科技創新模式。基本上，科技創新在規模大小、系統整合方

面的高低程度對一家企業、一國產業的不確定性與冒險程度有很大的影響。相對的，一國

的體制乃是管理前述不確定性與冒險程度的主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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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本文將先根據科技變遷過程(processes of technical change)來分析科技創新的

類型，以及與不同科技創新類型相對應的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政治社會結構。之後，本

文會將此一理論應用到台灣菁英企業組織同形的個案分析，並提出一些理論上的意涵與政

策建議。 

參、理論發展 

科技變遷或創新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亦即「基礎性創新」、「應用性創新」、「商

業化」、「科技移轉與擴散」(Dosi, 1982; Pavitt, 1984; Kline and Rosenberg, 1986)。每個階段

都有特殊的科技創新模式，以及相對應的組織與管理特性、政治與社會建構，值得進一步

探討。本節將先討論科技創新類型與組織管理模式間的對應關係。之後，本文將再論及政

治/社會結構與科技創新類型之間的對應關係。 

一、科技創新模式與組織管理的對應 

（一）基礎性研發與創新 

基本上這類型的創新屬於理論性或概念性的創新，就算有所突破，也無法馬上做實

際上的應用。據估計，由基礎研發到初步應用大約要花二十年時間。這種創新所產生的知

識與技術具有高度的系統性，其應用範圍廣泛且影響深遠，亦即可長期而廣泛的對既有或

新興的學門(discipline)與產業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例如，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對農業、

醫藥產業、生物科技技術的影響；升力線理論（lifting line theory）對航太產業的發展；半

導體對電腦、通訊、醫療、機械、航太等產業演變；放射線與相關理論的發明對天文、物

理、生物與醫學等學術領域或產業的發展等。 

不過，嚴格而論，這類的知識與技術又可分前疆領域(frontier areas)未突破與推廣之前

與前疆領域突破與推廣之後兩大類。就前疆領域尚未突破與推廣前的情況而言，由於不論

在理論或方法等發展方向往往含有極高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不同領域間整合的複雜度與

難度都很高，研究者需要跨領域花費極多的心力與資源，經過相當時間的試驗與摸索，方

可能有所成就。然而，因這一類研發所創新/累積的知識與技術仍處於高度未定且模糊的

狀態，參與研究者很難事先針對各項研究工作的成本、利益、與不安全感等找出公平的分

配方法。 

因此，知識或科技專業前疆領域的發展，還是傾向於以較有彈性、網絡式的人情交

易方式，在以高度創意為基礎的持續溝通協調與克服困難中，針對在理論與方法上可行的

發展方向、各項研究工作所包含的巨大成本、利益與成敗成果的分配等形塑該領域獨有的

共識與共通價值(Biggart, 1991:208-209; Fligstein and Freeland, 1995:22)，並形成所謂的專業

社群。另外，要應付研究工作的高度複雜與困難，必須能吸納能力卓越且願意努力工作、

犧牲奉獻的人才。加上，廣泛的跨領域應用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也促使人才不斷進行跨領域

的流動、整合與競爭，所以，人才的培育、發展與應用會發展出高度開放的色彩。綜合而



科技變遷過程、體制與組織管理：台灣個案的結構性分析例 

 

 9 

言，前疆知識與科技領域在人才方面會形成開放式的網絡競爭模式(Biggart, 1991:209-210; 

Oberschall and Leifer, 1986:235)。 

另外，就資訊方面而言，在前疆領域尚未突破與推廣前，其隱性或默會的特性就較

為突顯，特別是到了相當具體而有可能突破的階段，關鍵性的資訊也會呈現相當封閉的現

象(Jevons, 1979)。但因此類研究難度極高，很少人可以解決所有的研究難題，除了關鍵性

資訊之外，研究者之間也經常願意透過各種正式、非正式的私下溝通、工作底稿(working 

paper)、論壇、研討會、期刊筆記(periodical notes)，將初步的研究成果與心得廣泛交換、

流傳。加上，各種研究團隊的人才、資源與解決方案之間經常裂解重組。因此，除了面臨

突破階段的關鍵資訊，否則資訊多半會以相當公開的方式公布、交流。另一方面，在前疆

領域有了關鍵性突破之時，基礎性的創新往往會在各種不同的學術或產業領域產生廣泛而

深遠應用與影響，很難完全獨佔並獨自加以開發利用。因此，從事基礎創新者傾向於儘速

在專業社群學術會議或期刊發表其成果、領先同業，以便取得專業的聲譽、身分地位與特

權。 

但在基礎創新突破之後，其核心知識可以透過高度標準化、符碼化的方式往各相關

學門領域發展推廣。在此階段，各大學會成立相關的中心、學程或系所，並以較顯性、標

準化的課程來訓練大量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許多公私立機關也會開始設立相關的組織、

部門，並廣泛進用這些成熟知識領域的專業人才。在此過程中，核心的理論性知識與各應

用領域的實做性知識/技術不斷相互激盪，同時也形成一個具高度系統、開放的知識技術

創新、累積與傳播機制(Jevons, 1979; Chandler, 1977:464-468; Teaford, 1984:132-173)。 

（二）應用研發與創新  

應用研發是指實際可行的原型(feasible prototype)的研究與開發。這種類型的創新經常

出現在經濟體系中已有在流行使用的某些較原始的知識/技術，基於某種發展瓶頸而觸發。

也有可能是基本理論發明之後方實現於原型之中，但也有可能僅僅是有初步模糊的概念，

再透過不斷的實作與試誤找出可行的原型。例如，愛迪生根據十九世紀初期以來只能小規

模、局部性應用的白熱燈泡（incandescent light bulb），於 1880 年改良並整合了包括白熱

燈泡、發電機、變壓器、輸配電系統在內的電力照明系統，並在十多年之間導致了發電、

電氣照明產業的發展（Franklin Institute, 2013/3/25）；又如瓦特發明蒸汽機，而蒸汽機也大

量流行之後，許多人都看到了內燃系統將能突破蒸汽機(外部燃燒系統)高價、笨重、無法

更進一步普及的瓶頸，帶來龐大的效益。不少人也嘗試將此概念體現在原型當中，如 Rudolf 

C. K. Diesel 所發明的柴油內燃引擎(Diesel engine)。 

由於實作與理論或概念之間仍有極大的差距，這種知識/技術相當重視如何透過實際

的設計、材料與材質、製造、可靠度(reliability)與操作性等各方面的不斷試誤、摸索與整

合來累積知識、經驗與技術，到最後方有突破的可能。參與此類創新的各種人才不但在理

論或概念上要有相當訓練，在實務上更要有相當的實作技術與經驗(技匠)，並在試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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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與跨領域整合過程中透過手腦並用不斷溝通協調，因此，應用研發所發展出來的知識與

技術基本上屬於默會的成分比較高（相對於基礎研發與科技擴散/科技移轉，Okimoto, 

1989:68-70; Suzuki, 1994:161-244; Vitols, 1997）。不過，由於需要橫跨許多不同的領域，應

用研發所創新、累積的默會知識與技術也具有極高的系統性，對於人才的吸納、培養、授

權與重用等方面也相當講究。因此，不同的參與者彼此之間的互補性極高，其默會的部分

乃高度鑲嵌在特定的專業技術社群或組織內部社群等團體之中。另外，應用研發往往比同

類的基礎創新需要耗費更多的人力與資源，所以應用研發的知識與技術在發展上與整體社

會在權力、資源結構方面的互動範圍也更大、更密集(Hall ＆ Soskice, 2001; Ebbinghaus, 

2002)。 

換言之，應用研發在應用面方面也極為廣泛且影響時間久遠，但往往比基礎創新需

要耗費更多的資源，涉及更多的財務風險。在工業革命初期，應用研發往往是由具有高度

創業精神的企業家，透過個人資財與人脈動員而取得所需的資源，如愛迪生、Rudolf C. K. 

Diesel 等，憑著個人的冒險精神、個人及家族資力、與政治技巧到處遊說，籌措資源。但

在二次大戰之後，應用研發的系統性越來越高，所需的人才與資源規模越來越龐大(如噴

射引擎、原子反應爐、超導物質等)，因此，只有大企業或政府機關方有能力從事。因此，

一個國家的應用創新是否發達往往與政府的創新政策有極大關聯，日本與德國的工業化就

是很好的例子(阿爾貝，1995)。 

不過，由於隱性默會但系統整合的知識及技術比重極高，應用創新的資訊(知識與技

術)無法像基礎創新那般廣泛傳播，知識與技術的創新、累積與傳播依附於類似傳統技匠

(craft)師徒制那般的訓練與職涯過程。通常很講究組織內部的在職訓練(on-job-training)或

組織外部的職業技術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此外，此類組織雖然也相當重視人才的吸

納、培養與授權重用，但講究組織或社群內部按部就班進行，亦即比較封閉的內部勞動市

場（internal labor market），不似聚焦於基礎創新的社會那般高度開放。 

（三）商業化研發與創新  

1. 標準化創新 

商業化研發與創新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標準化、大規模量產類型，另一種則是時尚化

類型。標準化創新講究產品或勞務單價與單位成本的降低（cost down），生產者主要是透

過大規模、標準化的方式來生產。對產品的差異化(diversification)、品質等的追求相對較

不重視。這樣的生產模式首先會透過核心管理、技術幹部將應用性創新所得出來的原型加

以修正、改良，使其成為市場可接受的產品。其次，在前述核心管理幹部的主導下，從事

標準化創新的組織會以高度開放參與的方式與相關業界、專業社群、學術界等商議零組件

的材料、成品與零組件的共通規格，以便整體產業的分工與量產。因此，除了關鍵性的默

會知識外，許多與材料、規格相關的重要知識與技術都必須透過各種專業期刊、雜誌、手

冊、研討會、展示會等方式在業界、學術界公開、流通。之後，從事標準化創新的組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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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高度講究理性化、專業分工的組織設計與職掌分配，以大批量生產(large-batch)為基礎

規畫出採購、設計、生產、運銷等制度與流程，並採取比較偏向靜態生產與管理效率的專

業主義。 

在此背景下，從事標準化創新的組織不但在基層職務會聘任由高等教育機構(大專院校)

以標準化課程所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中高層職務也經常由外部招募、引進。一個社會若

有許多受雇者任職於這種講究高度專業主義的組織，則該社會也會流行各類開放性的專業

人才就業市場。而同類的專業人才可以透過不斷的跳槽與歷練，獲取更高階的專業知識與

技術。易言之，若一個社會的菁英組織（包括民間與官方組織）主要屬於從事標準化創新

的類型，則在此一社會之中，不論人才或資訊的流通都具有高度開放的特性。不過要注意，

專業人才認同的主要團體並不是其所任職的組織，而是橫跨各種公、私組織的專業學會或

技術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ies）。透過相當標準化的各級專業學位、證照考試、同儕

評審(peer review)，專業人才可以相當公開而競爭的方式取得專業位階的認可。各種專業

社群都具有高度的專業自主性，專業社群成員之間會形成共同的專業倫理，對於什麼是有

潛力的發展方向、創新或研究成果應如何判定、有何價值等問題極容易發展出共識。 

2. 時尚化創新 

這一種創新除講究單位成本的降低外，也同時注重產品的多樣化、流行化。此種創新

講究透過設計、製造程序與行銷通路的布建等面向的系統整合與不斷精進，將產品或勞務

形塑成時尚性的消費。更具體而言，時尚性創新需一方面不斷的提升其款式、品質、設計、

規格、功能，另一方面也追求價格的合理降低以便將此種產品或勞務大眾化。 

由於面臨產品款式、材質、規格、功能、設計、製程與行銷通路等面向的不斷變化、

摸索與整合，並且頻繁的進行多角化，因此，有許多在行銷與生產相關的創新知識與技術

是屬於集體成員之間要不斷互相搭配、激盪方能淬煉出的默會性知識與技術（Polanyi, 

1958)。因此，此類組織對擁有核心製造、行銷相關知識與技術的人員一樣會採用通才化

但封閉性的內部勞動市場(Witt and Zellner, 2005:12-16; Aoki, 1988)。並且，為防止擁有集

體默會知識的員工集結成組織內部的次級團體，組織掌控遭遇嚴重瓶頸，這類的組織也傾

向於將人事決策權中央化（Aoki, 1988)。 

這些廠商彼此間在製造相關方面的能力上差異不大，但在產品規格、設計與行銷策略

上卻有相當差異。也因此，這些廠商間的競爭比前述的標準化創新更為劇烈。在面臨極高

的不確定性與生存威脅下，這類廠商往往會極力從事組織精簡，透過將非核心的業務外包

而成為極為扁平的彈性組織。 

（四）抄襲、模仿式創新  

這類創新指的是某種產品已經被其他國家或企業廣泛商品化之後，再透過技術授權、

採購，甚至侵權的方式，將其內涵的知識與技術完全拆解，並加以適當的修正、改良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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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雖說無法自力進行跨領域系統整合而產生基礎、應用、商業化創新，聚焦在模仿性創

新的組織在一些基礎性的知識與技術上，還是要廣泛聘僱各種受過中高等技術與教育訓練

的員工，方能應付前述先進創新者在產品、材料、設計、規格與行銷通路方面的頻繁調整

與變動。由於創新難度較低，聚焦此類創新的組織比較不會像前述從事基礎、應用、商業

化創新的組織那般重用人才。雖說模仿、抄襲比商業化還要更漸進，模仿者進入的門檻也

相對前面幾種創新低，但在許多較落後國家，不要說無法自行進行由基礎到商業化階段的

創新，在智財權、技術人才、以及相關基礎設施與搭配產業尚未發展的限制下，模仿本身

還是要克服許多瓶頸，承擔相當的風險。因此，在比較落後國家，即便已經商業化的知識

與技術，通常還是必須向先進國際企業採購移轉，或透過國家研究機構進行關鍵性知識與

技術的模仿，之後再透過某些政商聯盟加以移轉。 

模仿、抄襲自他人的知識與技術，雖也有部分的默會成分，但其比重比應用與商業

化創新還低許多。而且，在抄襲、模仿的過程中，除了與研發、生產相關的默會知識外，

有一大部分的默會知識乃關於經營策略、組織內外部核心人脈方面的知識與經驗，因此，

組織對於少數核心的管理與技術幹部會採取終身雇用（life-time employment），而且對這

些核心部分的成員會強調對組織領導者個人的效忠。至於其餘的工作都屬於高度標準化，

都是採用高度開放性、流動性的僱用方式。不過，由於模仿性的知識與技術很容易被別人

超越以致於前功盡棄，從事模仿創新者會以情感性較強的社會關係（亦即所謂的差序格局：

以血緣、同鄉、同事、同學等所謂同主義下的差階式關係）來營造（註 3）、鞏固可以有

效掌控的人脈網絡。這種人脈關係相當保守、封閉，比較無法透過大規模、系統性的冒險

為國家社會開創大的局面。用人上相當排他、排外。由於關鍵性知識與技術以及相關配套

資源與特權乃取決於組織領導者個人的政商與國際人脈，因此，不論是政府或企業組織，

在決策上都會傾向較為威權的領導方式，重要的人事、財務、資訊、策略決策乃集中在領

導者手中，就算授權，還是有限。 

另一方面，為強化領導者持續掌握領導威權的能力，領導者會以高度「分而治之，

強幹弱枝」的方式將其所掌握的資源與特權，以正式或非正式且部分重疊的方式分布在部

屬之間。在重要資訊上，即便資訊科技與管理突飛猛進，甚至有各種網路、部落格、社群

網絡(social network)等各種 ICT（資訊及通訊科技）可大幅降低資訊取得、移轉、傳播與

溝通方面的門檻，與前述創新模式比較起來，模仿式的組織在資訊上可說是最封閉、最保

守者。關鍵性資訊的傳播，還是侷限於圈內人，外人難窺其堂奧。特別是，核心的經營策

略、內外部關鍵性人脈關係、關鍵性的管理知識與工程技術都是分散各相關部門之手，最

後透過領導者個人集大成。可是，當外在政經環境變動而不得不改變時，從事模仿的政商

菁英也只好採取「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隨機應變方式(Simon,1988:206-223)。 

（五）小結 

本小節討論了不同的科技創新模式與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之間的對應關係。根據前

述討論，本文發現規模、整合程度、知識與技術類型可說是科技創新模式分類時的重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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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然而，根據不同資本主義文獻的說法(Hall and Soskice, 2001; Allen, 2004)，與各國不同

的資本主義模式(varieties of capitalism)相對應的其實是不同的科技創新模式。例如，美國

善於基礎性的創新研發，德國善於大規模、系統整合的產品創新等。在下一小節更進一步

要問：「為何不同的國家會選擇不同的科技創新模式?」 

二、科技創新模式與政治、社會結構 

本文假設在現代民主國家中，若地方越分權而自主，國家的幅員愈廣大，則國家會

發展規模大且整合性高的科技創新。這是因為幅員大的國家在地方分權之下，各地方間的

生存與發展競爭劇烈。這會促使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菁英以集體的方式自行籌措資源，

共同辦理地方所需的各種公共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這也使得地方成員之間能發展出高度

的集體共識與社區認同。這樣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又會發展出基於隱性知識與技術為基礎的

競爭優勢。廣大的幅員則容易導致人口集中於大都會區，加上高度的地方自治與集體共識，

意味著大型都會區的地方政府會被迫發展大規模且整合度高的地方發展政策。另外，在各

地方各自競相發展高度整合的發展政策的同時，許多民間企業也會快速朝大規模、整合的

方向發展。如此就促成了該國的科技創新朝應用與基礎性科技創新模式發展的趨勢。 

相對的，若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地方分權程度很高，但國家幅員不大，則國家無法

透過大都會型地方政府與民間大企業基於高度競爭的方式朝大規模、整合的科技創新模式

發展。只能在國家資源與特權的挹注下，朝國家所選定的策略集中發展少數科技創新前

進。 

肆、個案分析:政治體制、科技變遷、台灣企業結構與管理模式 

台灣在戰後所發展的政治體制屬於透過國民黨以黨領政的高度中央集權治理模式。

在地方重要公共事務與基礎設施幾乎完全由上級政府籌資、規劃、執行的背景下，台灣社

會中的政治、經濟與社區菁英失去應有的發揮空間下，台灣沒有機會與空間發展具自主性、

跨越家族血緣的集體社群與認同。台灣的民間社會菁英乃停留在以強化、擴大家族勢力為

主要發展方向，甚至比日據時期更為萎縮。 

更具體而言，國民政府來台後，積極發展黨國官僚主導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務的能

力，並裂解、打壓既有或潛在的各種勢力。就前者而言，完全沒收日人留在台灣的資產，

並將之移轉到掌控所有國家重要資源與特權的黨國官僚體系。透過黨國事業的直接參與，

國民政府直接主導金融、通訊、能源、運輸、傳播媒體等產業與學術與科技研究機構等。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又透過黨國官僚體系一方面吸納了相當比例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中產階

級與技術人員，並提供穩定的工作保障與優渥的福利。另一方面，國民政府高層又透過政

治職務、獨佔經營權、低利貸款、參與黨營事業合資、與外資合資的機會等特權籠絡本土

政治、企業菁英，與之建立私人間的效忠關係(陳師孟、張清溪等著，1991:27-86)。在地

方上，國民政府在日殖民政府的建設基礎上，由中央與省政府透過公共行政與現代科技，

對地方各社區直接提供重要道路、橋樑、電燈、自來水、瓦斯、國民教育、公共衛生、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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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等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由籌資、規劃到執行，地方政府與地方菁英幾乎完全不需要動

員與冒險。因此，地方菁英在日治時期在地方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本就相當薄弱，到了二

戰之後更是如此(趙永茂，2003; 孫本初等，2011)。 

就後者而言，國民政府採行「強幹弱枝，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首先，國民政府

的領導者在取得權位過程中，都發生過整肅有力人士及其勢力的情況，如孫立人、吳國楨、

宋美齡等。其次，為容納二戰之後突然移入的兩百萬軍民，並提高農業生產力與準備戰備

存糧，國民政府透過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進一步減弱原有農村領導菁英-鄉紳或地

主的勢力，大量培養新興自耕農。之後，又誘導他們進入農業組合與信用組合，取代原有

的主導力量台籍鄉紳與仕紳(Chen, 1987 )。原有農村中地主與佃農間緊密的社會網絡幾乎

全被瓦解(周育仁，1993:82; 蕭櫻蘭，2002:48-49）。而黨國官僚體系也負責監督、控制、

甚至形塑民間社會各種團體的任務。第三，黨國或國家官僚體系在資源與特權分配(如銀

行貸款比例)的優先順序上是按照先黨國本身所屬機構、再大企業，一般的中小企業相對

的必須多依靠自己。然而，國家對官僚機構、民間企業還是訂有些無形的天花板，不允許

他們過於凝聚、自主；否則會加以整肅、打壓。例如，王永慶曾在七零年代時企圖往石化

業上游擴張投資輕油裂解廠、與聯合報老闆王惕吾達成併購該報的協議、投資花蓮水泥廠

案，但都遭到黨政高層因台塑過大，擔心其無法受到政府節制而作罷(黃德海，2007:第二

章）。同樣的，八零年代中期時，十信事件中的蔡辰洲亦曾籌組立法院第一個次團，成功

挑戰當時國民黨獨大的行政權，結果十信與許多相關黨政財經高層官員也遭到嚴重整肅，

連其兄長蔡辰男所經營的國泰信託都遭到波及(尼洛，1995; 王振寰，1996:114-118)。再如，

蔣經國在 1970 年代推動高科技產業時，乃透過國家所撥的策略工業發展資金，獎勵輔導

歸國學人在國家所設立的科學園區，在傳統的企業集團之外另外再成立新的高科技企業。

這與南韓也是找歸國學人回國創設高科技產業，但卻是要求他們融入園有大財團的做法不

同。 

就另一角度而言，為防止管理龐大資源與特權的黨國官僚體系本身過度發展，黨國

官僚體系的資源與特權乃是以相當分散但又局部重疊的方式部屬在黨國官僚體系之中

(Wang, 1998:105)。例如，中央政府與省政府的職掌高度重疊，權限劃分極為模糊。再者，

黨與行政雙元體系，相互協調，但又相互監督; 國會的功能分散在監察院、立法院與國民

大會之間; 人事的功能分散在人事行政局與考試院之間; 預算的功能分散在研考會、主計

處、經建會、國科會、監察院等機關之間等。 

在前述黨政威權體系下，就消極面來說，台灣的菁英企業必須必須避免在規模上過

度發展，因在規模擴大過程中他們很必須往上下游垂直整合擴張。如此一來就會與黨國營

企業的勢力範圍發生摩擦或衝突，王永慶在輕油裂解上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許

多台灣財團在多角化擴張的過程中也必須遵守產業金融分離原則，例如辜振甫的和信集團

在分家時就將整個財團分為台泥與中信金融兩個體系，前者集中於產業，後者則專務於金

融 (黃昭勇，2012: 33)。這是為何解嚴前，除台塑集團外，台灣的企業集團多是在企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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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相對尚小時(相較於美日)就開始多角化，整體的整合程度不高(Biggart and Hamilton, 

1988; 1997; Orrù, Biggart, and Hamilton, 1990)。就積極面來說，台灣的民間企業如要發展

成為中大型規模，則因國家所掌握的特權與資源乃以打散的方式分布在黨國體系之中，台

灣民間的企業集團若要擴大發展勢必要與黨國體系發展廣泛的交情與人脈不可。 

在「分而治之，強幹弱枝」的原則之下，除了由領袖高層所強力推動的大規模整合

型政策(如十項建設)或科技創新(如大汽車廠)之外，黨國體系本身並沒有能力推動大規模、

整合型的政策或科技創新。相當可惜的是，大汽車廠案在蔣經國後期因其身患重病而沒有

能力貫徹。而黨國體系所推動的政策多屬高度漸進與模仿性的政策或科技創新。在此情況

下，黨國官僚所嫻熟的乃是高度漸進與模仿的政策或科技創新。模仿性的政策或科技當然

也容易被人模仿、抄襲而前功盡棄。因此，從事這種政策或科技創新的黨國官僚會利用情

感性關係來強化創新過程的可控制性。這也意味著台灣的菁英企業與集團若要獲得新的科

技往往必須依賴其與黨國官僚體系所發展的私人人脈關係來掌握學術科研機構的知識或

技術，或者透過國家主管機關向先進國家的跨國企業進行長期採購或代工，同時進行技術

移轉。 

台灣企業菁英所發展的私人人脈關係並不是像日本企業間那般基於組織與組織間的

制度化關係，乃是基於一對一身分關係，基於企業領導者個人與恩庇者(patron)間的長期

相互關照，很難移轉給其幹部或子女。加上其高度的漸進性、模仿性，台灣企業領導菁英

乃將重要的人事、資訊、財務、發展策略等決策權集大權於一身，採行威權領導方式。其

次，為維持其威權與控制，台灣企業領導者也以分散的方式選擇讓其主要幹部分享關鍵性

的資訊、資源。並且會透過情感性的社會關係來強化其控制。這使得台灣菁英企業或集團

都會重用家族幹部，甚至過度重複使用(一人身兼多數董事長或總經理職)到顯著排除內部

幹部的培養與升遷。相對的，台灣的企業領導菁英並不會長期培養、重用內部的幹部。縱

有，頂多也是短期工具性的利用。長期依賴的幹部多屬忠心耿耿的老臣。台塑的王金樹、

李志村都是極具代表性的例子。 

另外，由於黨國體制環境對過大型企業集團的負面態度，台灣的菁英企業集團在家業

繼承時也都沿襲過去的傳統，採取大致由子女均分的方式。這種做法對整個財團的指揮與

領導產生極大的影響，不論是在子女析分家產之前或之後。在分產之前，菁英企業集團的

幹部會選擇看好的第二代效忠，因而形成企業內部人脈派系的現象。然而，由於前述台灣

菁英企業不重用內部幹部，因此，在碰到外國買主改變產品面或技術面的規格或策略時，

台灣菁英企業會空降外部專業人才以解除其燃眉之急。隨著「帶槍投靠］的人馬，這樣的

專業人才往往在台式菁英企業或集團內部也會激起所謂的人脈派系，即便沒有前述領導人

子女爭權的問題。在面對國內外環境劇烈變動的危機時，裕隆吳舜文曾空降朱信、張哲偉

等人協助其推動 100%國人自行設計的 X101、X102。中信銀在 2003年將美國花旗銀行台

灣區總裁陳聖德挖角，協助該銀行完成資訊系統現代化與組織轉型。這兩個案例都顯示空

降部隊是台灣菁英企業或集團經常面對的組織內部人脈與派系的重要根源。當組織調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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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完成後，這些被短期重用的人物，也都遭到明升暗降，最後知難而退的結局。而這些

企業基本上也還是維持著家父長威權領導的管理模式(吳修辰，2005/10/17;林穎君，

2006:29-57 )。 

整體而言，不論是中央的黨國官僚組織疊床架屋、權力與資源分散，或地方政府缺乏

在長期競爭下發展的治理能力，此二者都無推動規模大、整合性高的產品或科技創新的能

力。加上各菁英企業或集團都採威權式管理，更無能力去登高一呼，形塑集體共識，帶領

突破規模大、整合性高的產品或品牌創新(施振榮，2008/01/03; 天下雜誌編輯部，1992)。

在此情況下，台灣菁英企業對研發的重視也遠比南韓、日本的菁英企業還低很多。 

然而，台灣在 1987 年解嚴後開始進行「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政經體制改革。

與此同時，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也快速崛起(以 ICT產業為主)。根據前述科技變遷過程中的

科技創新模式分析，ICT 產業主要是由美國加州矽谷的跨國企業所主導，由基礎的理論到

商品化．各種產品的發展非常完備而且系統化。台灣的 ICT 產業基本上是由矽谷導入先進

的製程，在透過高良率、低單價、彈性的趕貨時程而發展出競爭優勢。由於 ICT 產業所使

用的涉及的零組件、機器設備相當先進，其看護與維修需有相當理論的基礎。再加 ICT

產業的產品與技術變動週期快速，加上必須與下游專業水準極高的客戶頻繁互動，因此，

ICT 產業在研發的比例也顯著較傳產高，用人上也比較偏向同學、同事與業界認識的朋友

(陳東升，2003; 瞿宛文，2006)。不像傳產中的企業那般過度頻繁任命領導者的家族成員

出任高級主管職。 

然而，由於中央集權的態勢已因多元政治勢力的競逐與動員而使得政府官僚體系高層

出現更明顯的人脈派系現象(謝公秉，1993; 陳鴻章，2011; 朱雲漢，2011)（註 4）。 在

高層政治權力並不是很穩定的情況下，文官在不涉及與自身相關的人脈關係時，乃更依賴

所謂的依法行政-依法律文字表面的意思執行-乃成為文官行事的主要根據。此現象可由

1990 年代後期開始發生的一連串公共安全或天然災害事件中，官僚在溝通協調上的進退

失據看出。結果，政府在 90 年代後就不曾像蔣經國時期那般推動大規模、整合性高的產

業發展政策。在面臨中國大陸龐大市場以及台商趨之若鶩的趨勢下，黨國所控制的金融體

系也好、新成立的商業銀行也好，都不太敢放款給傳統產業。這樣的困境導致 1990 年代

初期金融體系的資金快速囤積，無法消化(周國偉、吳孟道，2010/4/1)。 

缺乏政治領導與官僚高層強力政策的指導與保護，不論公民營銀行都只好將大部分投

入房地產貸款與雙卡相關的消費性金融貸款，或者將資金貸給績效表現好的 ICT 企業。即

便與重要創投相關的貸款也都要在政治人物與高級官僚的支持下，方以聯合貸款的方式投

入，無法像日本、南韓的民間銀行那般，作為某一企業或財團的主要銀行(main bank)並扮

演其倡導者的角色(劉兆隆，2007; 蔡增家，1999)。即便自 1980 年代就高度強調品牌經營

的宏碁集團在擴展北美的筆電品牌時也差點因存貨周轉不靈、得不到官方銀行的援助而倒

閉（天下雜誌編輯部，1992：46-47；施振榮，2004：210; 2005）。甚至，在將代工的業務

完全交由大宏碁集團中獨立的事業群之一-緯創-之後，直到 2006 年，宏碁集團之一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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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消費性品牌明基也還有一半的收入是靠代工(陳修賢，1992; 自由時報，2006) 

另一方面，在 ICT 產業中，特別像宏碁、華碩等追求多元品牌產品為導向的系統廠商，

在用人上不但呈現出顯著願意重用外來者的傾向，對員工也比較授權。甚至，高度鼓勵員

工在集團內部創業(尹音筑，2011; 莊素玉，1989:52-53)。可見，傳統文化家族主義以及其

所衍生出來的信任機制說法並不正確。再者，根據林穎君與尹音筑的研究，由於相對其他

台灣菁英企業(包括半導體企業)，像宏碁於華碩這種聚焦從事於產品與科技創新的廠商，

由於在整合性的系統知識與技術上需要投入較多的研發與人力，為達物盡其用，發揮人力

資本的最大價值，他們都自然而然地朝向整合度高的方向發展整個集團的事業結構。 

伍、討論與建議 

前述的理論架構除了在台灣菁英企業的組織同形得到驗證之外，也可以透過美、日、

德等其他國家的檢驗來進一步證實此理論架構的有效性，或將理論架構加以修改後再繼續

進行結構性紮根理論(structural grounded theory)的發展。然而，上述以科技創新模式為基

礎的菁英企業組織同形理論架構，亦有可能將分析焦點改為政策、技術、組織任務或經濟

發展創新後應用到官僚組織、勞工組織、社群組織、地方治理聯盟等組織特色的分析。這

些研究若能順利完成，有可能成為一個新興整合學門開展的基礎。 

根據前述討論，既然台灣菁英企業之所以從事以抄襲模仿為主的科技創新模式乃與

台灣的政治與社會體制呈現相對互補的發展-低度的地方自主性與高度的「分而治之」，導

致菁英企業與官僚菁英在用人上仍沿用基於「五同主義」的封閉性人脈關係。則光從研發

政策上直接進行技術創新恐怕還是無法有效建構品牌與產品創新所需的整合性集體共識

與及相搭配的公共基礎設施與服務。政治領導者與政黨有責任領導政治、企業、社會菁英

審議並商定宏觀政策的優先議題，領導官僚組織的整合，同時搭配授權並督責地方政府在

地方政、經、社會菁英之間協商出具有長期、整體特色的發展計劃，並盡力貫徹。政府不

宜像目前這般掌控國家的重要資源與特權，但卻又山頭林立，一盤散沙。如此不要說台灣

將無力在產品、品牌上的創新方面升級，政府治理能力不斷惡化，將迫使台灣企業越來越

無法進行整合性的創新，即便菁英企業也只能越來越依賴無薪假、不斷更全面的壓迫剝削

勞工方能去得局部而短期的競爭優勢。 

註 1：自 1950 年代初期麥當勞、漢堡王、肯德雞漢堡等速食連鎖體系在美國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後，透過知識與技術的標準化與移轉 (包括供應商關係的管理、持續的技術

與企管協助)、收益的分享(來自各種有形與無形資產的運用)與風險的分擔，麥當勞

等速食連鎖店在世界各國以高度同形的方式攻城掠地，也促使許多不同類食品的連

鎖店相繼出現。 

註 2：例如，在發展型國家理論（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出現之前，以美國新古典

經濟學為首的發展理論通常將日本、南韓、台灣等國視為開發中國家中自由經濟的

典範。亦即，這些政府是最尊重自由市場機能的政府。何以如此？根據著名的發展

理論學者 Bela Balassa 的分析，對這幾個在戰後不久既紛紛聚焦於出口導向發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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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國家來說，他們的平均物價指數在經過有效匯率平減後，與世界的平均物價指

數的差距比南美洲採行第二次進口替代的國家明顯低很多。根據當時新古典經濟學

家的看法，這也是為何這幾個國家在戰後一致取得快速、穩定經濟發展的主因。然

而，根據後來薛奇對台灣個案的研究發現，如果細分產業別的物價指數再進一步分

析，台灣的進口與出口產業所遭到的補貼或關稅扭曲其實很嚴重。只不過，他們整

體加總平均起來後，正負相互抵消掉了。後來的學者也接著發現，南韓日本也有同

樣的狀況。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政府其實對私部門都有深度且細膩的介入，並不

是放任的自由經濟。這也與 Chalmers Johnson 等人在發展型國家理論(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上的創見相互印證(Schive, 1987; Johnson, 1987)。 

註 3：同主義（tungism）與差階關係（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乃費孝通所創在

「鄉土中國」一書中所提出的中國人世界觀縮影。其主要意思為強調中國人的世界

觀乃以自我為中心，再由內向外，自家族、宗族、同鄉、同學、同事等一環環遠去，

關係也越疏遠，越缺少信任關係（費孝通，2007，第四章：差序格局）。 

註 4：包括主流 vs.非主流的競爭，連、宋、蕭等為後李登輝時期接班而展開的競爭，以及

陳水扁執政時期陳、謝、蘇、游等天王之間展科的政治動員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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